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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体教融合政策的变迁动力与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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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长春 130024; 2. 北京体育大学 竞技体育学院 100084）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方法，基于多源流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框架，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历程，探求政策变迁的动力，提出促进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源于三重动力：高水平运动员与社会脱节严重、青少年体质健康危机、体育教育价值功能的认识偏差等问题，使有关议题进入政策视野，形成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中“两会”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表达是推动体教融合系列政策形成的“政策原汤”；政治源流中党中央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国民情绪的舆论导向以及国际体教融合的环境引领示范，为体教融合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三大源流交互耦合，合力推动了体教融合政策的变迁。未来，各部门应密切关注待解决现实问题，持续监督与反馈政策矛盾与危机；搭建充分的利益表达平台，形成体教融合政策共同体良性互动机制；践行国家改革理念和发展战略，优化体教融合问题治理环境；发挥政策企业家的正向作用，增加体教融合“政策之窗”的开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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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Motive Force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China's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ource Flow Theory

WANG Wenlong1,  CUI Jiaqi1 ,  XING Jinming1,  MI Jing2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School of competitive sports,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multi-source public policy process,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y change of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xplore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policy change,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to promote the policy chang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hange of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in China stems from three driving forces: the serious disconnection between high-level athletes and society, the health crisis of teenagers, the cognitive deviation of the value fun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issues, which make the relevant issues into the policy vision and form the source of problems; In the origin of the policy,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sessions,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the appeal expression of stakeholders are the "original soup"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the political origin, the ruling idea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national senti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leading demon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have laid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sources promotes the change of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timely adjust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of policy changes; Build a full platform of interest expression to provide more choices for policy changes; To practice the national reform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should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policy change of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Seize the key time node, increase the opening frequency of "policy window" of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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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深化体教融合，开启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培养人才的新局面。“体教融合”是体育强国背景下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培养全面发展体育竞技后备人才的重要途径，具有引领性、深远性和全局性等突出特点[
]。《意见》出台后，社会各界对于体教融合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学界更是掀起了有关“体教融合”政策如何落地的研究热潮，产生了不少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现有研究多聚焦“体教融合”的理论内涵、发展困境和推进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探讨相对较少，相关制度和政策出台的动力分析也缺乏足够的关注。“体教融合”政策何以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哪些因素在政策变迁中起到了触发作用？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是什么？如何推动未来体教融合政策的变迁？以上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紧迫需求。基于此，本文在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历程的基础上，借鉴公共政策领域的多源流理论，探寻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演变图景、问题逻辑以及动态机制，对于深化“体教融合”政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能为推动新的政策议程落地、正确把握“体教融合”政策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1 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理论基础及其适切性

1.1 多源流理论阐释

自“政策科学”诞生以来，政策学界针对“政策为何会改变”相继提出了多种政策分析理论，如“间断—均衡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倡导联盟框架”、“多源流理论”等。其中多源流理论对于不同领域政策的制定和议程创建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成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
]。1984年，美国政策专家约翰·金登在借鉴科恩等人提出的有关组织行为的“垃圾桶模式”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多源流理论。金登认为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是政策过程建立的三股动力源流，其决定了一个问题能否进入议事日程。其中，问题源流指问题需要通过焦点事件、危机与某些符号来推动和彰显，达到某些指标从而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政策源流是指政策共同体成员所持的政策备选方案、议程、建议和主张，其中那些同质性较高，在价值可接受性、技术可行性以及执行费用等约束条件方面合理的政策倡议被采纳，其他建议则被放弃；政治源流由国民情绪的变化、政府的变更、政党或意识形态分布变化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活动等因素构成，其通常不依赖于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而是按照自身动态特性和规则流动。三条动力源流彼此独立运作，有着各自的运行规律和机制，但在某个关键时间节点三个源流实现耦合，“政策之窗”由此打开，政策提上议事日程。简而言之，多源流理论具有清晰的理论模型结构以及强大的解释力，其认为问题提出与识别、可行性方案以及政治环境三者的结合是推动政策生成的重要原因，其打开了政策制定过程的“黑箱”，呈现出政府在某个时间节点推出某一公共政策的多重原因，实现了对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分析和政策变迁动力的科学性论证[
]。

1.2 多源流理论分析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动力的适切性
作为舶来品，将多源流理论运用于我国政策形成分析时，也需注意适切性问题。首先，自多源流理论得到重视以来，学者们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如因不同国家拥有的政党体系不同，扎哈里尔迪斯对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中政治源流进行了修正，将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换届等整合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变量，从而使多源流理论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体系相对集中且政党强大的国家[
]；其次，多源流理论分析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前提是政策产生的环境具备一定开放性和多样性。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深化，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体教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过去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转变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上下结合”的治理思路，制定过程呈现出相当的开放性和参与的多样性；最后，体教融合政策被纳入政策设置议程不是偶然的，其具有历史必然性，涉及重大事件、政策活动家以及领导者执政理念等多种影响因素，既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政治团体、专家团体与群众团体等集团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与多源流理论也具有相似的内在逻辑。因此，将多源流理论应用于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分析具有一定适切性。


2  我国体教融合政策的变迁历程

在对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检索基础上，根据关键政策的出台以及体教两者的形态，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教融合”政策演进历程划分以下四个阶段，其也体现出由形变到实变再到质变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演进关系。

2.1 酝酿形成期（1949-1984年）：体教配合的政策引入阶段 

建国初期，体育和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亟待恢复。为了满足经济生产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体育运动开展将“增强人民体质”作为重要目标。1954年，原国家体委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对促进青少年体质的增强、培养健康勇敢的祖国劳动者和保卫者的目标起到重要的作用。之后又颁布《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掀起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热潮[
]。学校体育教育层面，“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人才培养的导向和标准，这也成为教育和体育结合的政策思想基础。1956年《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运动的指示》颁布，提出学校体育教育的目的是将我国学生培养为全面发展的高级建设人才。1958年，国家体委《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倡导在人民群众积极搞建设的同时也要系统地增强学生体质。为了提升国际地位、打破敌对势力封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国家开始将竞技体育作为体育工作的重点，我国在借鉴苏联基础上开始创办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学校，之后更是创立了集中学习、集中训练、集中食宿的“三集中”培养模式的重点业余体校，负责向专业队输送人才。由于各级体校采用的是“亦训亦读”体制，这与当时教育部门采用的全日制教育产生一定冲突，国家体委训练局开始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分别设立体育部门的体工队文化教育科，专门负责管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体育部门内部自办教育的格局由此形成。1979年国家开始重视文化教育，并采取了一定的政策举措。这一年，原国家体委提出“优秀运动队向院校化过渡”的方针。紧接着颁布的《少年儿童业余体校章程》中也对文化学习专门提出了明确要求：“除音乐、美术、体育课外，要严格执行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1980年，提出把体院逐步办成教学（1999 年改为“教育”)、训练、科研三结合的中心。同年，《关于将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逐步办成体育中学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将重点业余体校逐步改办成体育中学”，重点业余体校作为一种正式学制开始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1981年，我国举办了建国以来首次专题研究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经验交流的会议，指出“在优秀运动队开展文化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可以搞好”。1982年，原国家体委科教司专门设立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处，专职负责运动队文化教育和教练员培训。
这一阶段，体育逐步承担起了提升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政治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竞技体育训练与教育系统逐渐脱离，体教双方距离渐行渐远。后期国家试图出台了部分促进二者结合的支持性政策，使得“体”与“教”在外部出现短暂互动相交现象，但这一阶段的政策导向性并不明确，实践中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也未被重视，体教双方之间更多趋向于配合而不是结合。 

2.2 初创探索期（1985-2008年）：体教结合的政策贯彻落实阶段

1985年12月，原国家体委和教委联合召开全国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会议的核心是强调将学校业余体育训练作为学校体育核心去抓，培养思想素质高、运动能力强以及文化修养好的新型人才。1986年，原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报告时又提出：“根据运动项目特点和各地具体条件，坚持以学校为基础，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训练方式”。随后在山东掖县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探讨学校体育与训练体系及培养高水平后备人才的会议[
]。这之后，政府决策层面逐渐突破了单独由体育部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封闭局面，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为这一阶段政策的着力点，“体教结合”培养模式序幕拉开，相关政策也相继颁布（如表1）。政策内容主要体现为几个方面：一是为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提供绿色通道；二是高校开始招收高水平学生运动员；三是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四是加强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以及退役运动员的就业保障，如1989年原国家体委提出，试行将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运动员纳入普教系列；五是夯实传统项目学校建设，在普通中学试办二线运动队，体工大队向“院校化”方向改革。概括来看，则主要体现在体育系统办教育或者教育系统办体育两方面。

表1  体教结合初创探索阶段主要政策

Tab 1 . Main policies in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时间
	发文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1985年
	原国家体委、教委
	《关于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
	大力开展学校课余体育训练

	1986 年 
	原国家体委、教委
	《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 年）》
	对课余体育训练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做出说明

	1987 年 
	原国家教委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
	批准51 所院校面向体育招生

	1987年
	原国家体委、教委
	《关于著名优秀运动员上大学的有关事宜的通知》
	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前3名和世界纪录创造者可免试进入高校学习

	1995年
	原国家教委
	《关于部分普通高等院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通知》
	将53所院校确立为高水平运动队试办点

	2002年
	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
	建立和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培训制度

	2003年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的意见》
	深化运动员文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2005年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
	明确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目的

	2007年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规范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
	扩大了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范围


该阶段“体教结合”相关政策大量推出，并进入实际的贯彻落实，以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为基础形成的多元体教结合模式取得一定成效，如清华大学建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条龙”人才培养模式；清华大学自主培养的学生胡凯在2003年夺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百米冠军；教育部门培养的高水平运动员参赛次数不断增加，并取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和组团权利......。但是，囿于多重因素禁锢，体教结合模式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成功案例也较少。

2.3 成长扎根期（2009-2019年）：体教融合的政策潜心筑基阶段

后奥运时期，我国由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发展进入全面回应社会发展需求新阶段，体育回归教育本源的时代紧迫性愈加凸显。这一阶段体教双方“融合”的现象开始出现，相关政策也开始进行“融合”探索。一方面，各方着重关注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5部委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文化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2010年）、《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3年）等文件，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逐步纳入我国已实行的教育督导体系；另一方面，以校园足球为突破口开启了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进程。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布《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及实施方案，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全面部署“校园足球”推广工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交由教育系统的改革迎来新浪潮[
]；此外，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视程度不断加强。2012年和2016年分别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提出把学校体育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各地加快了“体教融合”探索步伐，“大体育”理念逐步形成[
]。2017年至2018年两年间，“体教融合”模式的探索再一次加深，逐步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2017年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强调推动体教深度融合，畅通校园体育与专业体育、职业体育通道[
]。

这一阶段，远动员文化教育和学校体育工作均得到完善与强化，所涉各方面的总体发展水平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以校园足球来说，2010年中国足协将学校业余训练纳入到现有梯队建设之中，青少年竞技体育和学校教育走向融合。在纵向上，体教双方建立了小学到高校上下贯通连接的足球四级竞赛体系；横向上，校园足球竞赛与竞技体育青训体系在人才资源等多方面实现有机整合。“体教结合”发展模式愈加明确化与具体化，并逐步走向融合，这也为后面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2.4 成熟丰富期（2020年至今）：体教融合的政策深化发展阶段

为了适应国家发展需求和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时代要求，充分彰显体育的教育和文化属性，我国对体育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开始进行重新定位。2020 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对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做出重大部署，将体教融合指向青少年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双重目标，其深化体教融合决心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实前所未有，成为“体教融合”演化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政策。在“健康第一”导向下，体教融合进入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新时代。与之前的体教结合相比，新时期体教融合立足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旨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这也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体教融合”的概念内涵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随后，国务院又出台部分文件进一步提出具体落实要求和完善策略，如《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体教融合”的内涵不断丰富、深刻，并逐步成为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连接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及体育产业等多领域的重要一环。体教融合政策未来的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其丰富的演化历程也绝不会止步于此，未来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多源流理论下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动力考察

3.1 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动力的问题源流

政策决策者所关注的体教融合问题即为体教融合政策的问题源流。就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动力而言，不同阶段的政策被提上议程以及不断演进均受以下待解决问题的影响。

3.1.1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梗阻，运动员培养与社会脱节严重

建国以来，受“金牌至上”价值观的渲染和“赶超主义”逻辑的驱动，举国体制下“三级训练”体制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过分注重运动成绩的提升，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和全面发展则被忽视。为了早出成绩、快出成绩，在训练上过早专项化，内容上长于训练、短于文化，运动员伤病较多、素质较差、成才率较低，专业训练呈现出高风险、低回报的特征。如以4年为周期计算，我国平均10万名运动员才能培养出4.7名金牌运动员。我国每年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而每年退役运动员大约有0.4万，大型比赛之年数量还会增加[
]。我国优势项目体操的运动员成材率不足10%，优秀体操运动员年均淘汰率更是达到17%-19%，要取得世界冠军则要淘汰90%[
]。此外，运动员退役安置也成为一大难题，有数据显示近80%的退役运动员因与社会脱节而面临失业、找不到工作[
]。随着大学扩招趋势的增加，部分家长更愿意孩子读书而不愿再送其进入专业训练体系，传统三级训练体系入口狭窄、出口不畅，致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日益萎缩，严重影响到了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源流驱使国家决策者们开始关注到体教分离所带来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系列困境，思考运动员的培养如何全面可持续，这也是体教结合政策体系建立的初衷。
3.1.2青少年体育运动不足，体质健康危机严峻

囿于我国高考体制，学校“分数为王”导向明显，“重智育轻体育”现象长存，体育在不少普通学校甚至被边缘化，很多学校出现体育课被霸占、学校体育相关政策落实形式化等问题。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和竞赛的时间、机会、条件都不充分，体育运动的缺乏致使青少年体质健康面临严峻考验。从1985年开始，我国青少年各项健康指标连续20多年连续下降。2016年教育部对31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12万高中生进行了数据采集，发现各省“健身行为”得分均低于60分，平均分仅为40.8分[
]。目前，我国33%儿童和青少年存在健康隐患，肥胖率、近视率更是高居不下，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3.6%，高中生近视率更是高达 91.95%，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位[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引起国家、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与关注，相关决策者们将关注重点从竞技体育转向学校体育，进一步思考与设计如何通过学校体育的改革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同时带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推动了体教融合系列政策的生成。
3.1.3体育学科发展滞后，体育教育价值功能认识偏差

伴随着体育日渐脱离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竞技体育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体育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日渐缺失，既缺少母学科的坚实支撑，也失去了与其他学科沟通交流的平台，使得体育学科的整体发展滞后，突出表现在学科原创理论和技术缺失、学科体系和课程群建设不够完善、科技创新和方法论体系滞后等[6]，体育学科建设的科学性、现代性难以体现，话语权与主动权缺失，逐渐走向学科边缘。如2011年国务院的学位管理体系将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学科门类，体育学却再次落选[
]。此外，社会对体育认识和理解愈发的狭隘与片面，固有观念中“体育”的内涵与价值逐渐“竞技体育”化，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反差巨大，社会对体育重视程度不够、价值认识不明、参与动力不足，体育的教育文化等“育人”功能被选择性忽视[
]。上述问题深深暴露出体育脱离教育所带来的弊端，亟需回归教育与学科，实现体育系统内的自我完善与充实，赋予体育学科的科学性，重新认识体育本身独特的教育价值，这也成为体教融合政策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源流。
3.2  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政策源流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策提案、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等政策源流为政策的生成提供了备选方案，在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2.1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策提案的推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构成政策共同体联盟，其提案和建议极大地丰富了体教融合的“政策原汤”。联盟中的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行业领域的精英代表，又是政治领域的“两会”代表，他们借助每年召开的“两会”就某一事宜向人大提交相关议案，表达政策建议，如果议案、投票通过，则具备法律约束力。体育领域“体教结合”、“体教融合”等问题社会关注度极高，池建、杨桦、姚明等众多政协委员承担了智库建设的角色，曾先后就“体教结合”和“体教融合”相关问题多次献言献策（表2），推动了更高等级、更有效率“体教融合”方案的出台。除此之外，这些政策建议也有助于主流思想“软化”公众思想，使政策共同体的相关建议逐渐上升为社会共识。

表2  体教融合政协委员部分提案描述

Tab 2. Description of some proposals made by CPPCC members on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姓名和身份
	主要政策建议

	邓亚萍

（政协委员，乒乓球奥运冠军）
	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确保运动员在完成训练、比赛任务的同时，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2003年）。

	叶乔波

(政协委员、我国著名女子速滑运动员、前世界冠军)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成立“国家体教结合促进领导小组”，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为调动各方积极性，创新体教结合激励机制，设立体教结合优秀组织奖、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奖励基金；拓宽运动员文化教育的覆盖面，加强对运动员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2009年）。 

	姚明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政协委员）
	将校园体育与职业体育融合（2013年）。

专业运动队、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机构等人才培养机构应秉持“谁培养，谁受益”原则，建立畅通的人才输送机制；打破专业队和职业俱乐部运动员的升学壁垒；扩大校内外赛事的参与度和覆盖面（2020年）。

	杨桦

（原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政协委员）
	把提高青少年健康素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尽快制定详实的、符合实际情况、操作性强的“青少年体育运动与体质健康促进计划”，加大体育课的比重，确保学生每天一节体育课；尽快制定中小学生体育课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在中小学体育课的核心内容中提高体育技能和运动量的比重（2014年）。

	池建

（原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政协委员）
	切实保障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回归教育，体教双方应应共同商议，既保障运动员受教育的权利，也要保障广大青少年在文化学习之余，能够参与到体育运动和赛事当中（2019年）。

	陈立人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人大代表）
	文化课不达标不能进国家队(2009年)

建议高校把体育作为招生考试的参考标准，倡导全方位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2019年）。

	管健民

（中国跆拳道协会和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席、政协委员）
	充分利用体育部门的专业资源助力学校体育开展。体教双方应共同发力调动体育单项协会服务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2020年）。


注：表格内容根据相关文献及新闻报道整理形成。

3.2.2  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支撑

在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过程中，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形成的调研报告与学术成果也为体教融合政策窗口开启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一方面，体育领域针对体教结合、体教融合开展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如2004年上海市格致中学召开《区女排体教结合研讨会》，2020年武汉体育学院召开《体教融合：理念·方法·路径》研讨会、北京体育大学召开《高等院校在体教融合中的责任与担当》研讨会，相关专家从不同角度就“体教结合”和“体教融合”相关问题展开争鸣与探索。此外，针对这一问题立项的众多国家、省部级课题也极大地丰富了“政策原汤”，如陈宁立项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体教结合”模式研究》、阳艺武立项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研究》、万炳军立项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项目《体教融合的政策举措研究》等；最后，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截至2020年12月底，在 CNKI数据库中采用高级检索，以“体教结合”、“教体结合”、“体教融合”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核心期刊论文30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成为不同时期政策推出的重要基础和来源。

3.2.3  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表达与呼吁

“体教融合”政策利益相关者有运动员、教练员、教师、家长等，这些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呼吁和诉求能促成备选方案的产生与完善。原八一体工大队队长钱利民曾抱怨“运动员在专业队注册，就参加不了大学比赛，影响了尖子运动员进入专业队”，呼吁“要从国家战略上去发展，教育部和体育总局携起手来，打破专业和大学两者壁垒”。原北京国安队主教练金志扬也建议“让体育回归教育，不能把体育当作竞技体育，矮化为争金夺银，体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手段，要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可见，让体育回归大教育体系成为众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共识。较之于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诉求和建议表达方式更为灵活多元，兼顾制度性表达渠道和非制度性渠道，能够进一步完善备选方案，使体教融合政策其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3 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

政治源流为政策变迁注入了政治势能，集聚了民意基础，提供了合适的氛围和场域。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环境中，党的执政理念、国民情绪舆论导向及国际环境的引领示范等构成了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

3.3.1党中央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

体教融合政策生成、运行与演化的背后折射出着我国党中央执政理念的转变，这也成为政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强调发展，如邓小平提出“以改革促发展”的执政理念，江泽民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着眼于效率，以“三级训练网”为核心的举国体制运转良好，呈现出政府主导、外延粗放、投入驱动的特征鲜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为体教结合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全面发展提供了政治氛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高度牵挂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提出“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等号召，并提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的具体落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少年健康的重视推动了体教融合体系健全与机制完善。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经历了从强调发展到追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效率至上的粗放式发展逻辑向效益至上的内涵式发展方式变迁，这也为体教融合政策不同阶段的生成和变迁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 

3.3.2  国民情绪的舆论导向

国民情绪是指广大民众对于议题的共同关注、反思和认同，往往通过舆论的形式表达对某一问题的赞成或反对，并借助媒体进一步放大[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统一向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急速转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消退，国民对自我精神生活和多元需求的关注开始觉醒，人们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表达自己对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入难的态度。新媒体时代，人们通过听证会、市长热线、微信、微博、百度贴吧等途径关注退役运动员安置中的焦点事件，并发表相关评论，希冀于促进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在其退役后能顺利融入社会。之后，通过“体教融合”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改善青少年中“小胖墩”、“小眼镜”等体质健康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导向，藉以厚植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可以说“体教融合”是民心之所向、民声之所呼，更是民愿之所归，国民情绪的舆论导向成为推动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的重要政治源流。

3.3.3  国际先进惯例的引领示范

建国初期，我国学习借鉴前苏联成功经验建立根基坚实的“三级训练网”，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也造成了体教双方的分离。之后，我国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有了更高的追求，这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教融合实践和引领为我国体教融合政策生成创设了合适的国际氛围。如美国秉持自由教育的培养理念融合职业体育的价值观，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纳入至学校体系当中，希望学生运动员通过体育运动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并完成学业；欧盟也十分注重体教融合，其在2012年专门颁布《运动员体教融合指导纲要》，以建构完善的体教融合支持网络；邻国日本注重平衡学业与竞技之间的关系，曾颁布《关于大学竞技体育振兴研讨会议》（2017）等政策予以落实[
]。此外，我国还充分发挥体制上的后发优势，将国外竞技体育强国的“体教融合”政策的先进经验移植至我国体育融合政策的完善，助推了体教融合政策的变迁[
]。

3.4 “政策之窗”开启：三流耦合促成体教融合政策变迁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体教融合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使其关注点聚焦，为政策变迁赋予了合理性基础；政策源流汇聚政策共同体在体教融合方面的相关建议，为政策变迁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政治源流中领导人对体教融合的价值理念指明了战略性方向，为政策变迁营造了良好政治环境。最后，适当的时机以及政策行动者的推动下，三大源流实现互动、耦合、交织、汇聚，“政策之窗”得以开启，进而促成“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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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多源流视域下体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图

Fig 1. The logic diagram of the policy change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ource flow
具体来看，在第一阶段，体教分离向体教结合政策的变迁源于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开启了问题窗口和政策窗口，并在政策共同体影响下实现了三源流的耦合。举国体制培养模式下运动员文化教育弱化、学训矛盾突出、培养渠道单一、成才率低下等弊端凸显，加之就业分配制度的改革，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成为社会难题，这也使得问题源流占据这一阶段主导地位。同一阶段，国家在战略层面倡导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对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方式转型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体育回归教育”呼声渐起，最后经过各专家学者们对“体教结合”实施意义与成效等思考建议的发酵，实现了三大源流的交汇，推动政府出台了《关于部分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工作通知》、《关于部分普通高等院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通知》等体教结合政策。

在第二阶段，“体教结合”模式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初级阶段顶层设计缺乏且推进力度微弱，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为了各自利益，貌合神离，形式化结合严重。体育系统垄断着体育资源，仍将业余体校为核心的“三级训练网”作为后备人才培养基础，而将教育部门视为运动员退出的一种保障机制，更多的是“冠军走入校园”而不是“冠军从校园内走出”，“学训矛盾”没有有效解决，一体化的竞训体系也未落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学校化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尚未构建[
]，这也成为政策必需回应的新问题源流。各学者专家基于实践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对策。如2009年两会上叶乔波递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体教结合”进程的提案》，陈立人提议“将文化课作为国家队入选的标准之一”等。2007年我国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受到推崇，形成了该时期体教结合的政治源流。基于这三种源流的汇合，《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文化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等重要文件得以颁布，体育和教育的融合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

第三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教结合”发展模式重竞技体育、轻学校体育问题得以暴露，体育发展目标也需要重新定位。与此同时，青少年体育参与中享受公共体育资源、体育赛事资源等权益不足，学生体质健康每况愈下的问题日益突出，青少年健康问题成为新时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难点与痛点，触发了体教融合政策推出的新诉求。国家确立了“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等宏观发展战略，提出了“健康第一”等重要的政治源流。对此，专家学者们纷纷响应国家顶层设计，针对体教融合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评估等提出诸多思考建议，如2020年体育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多次提到青少年身体素质和体育教育等有关问题，很多实质性的建议为政策出台提供了政策备选方案。这也促使本阶段体教融合政策的三种源流得以交相呼应，最终使得《意见》以及相关辅助文件落地。

上述分析体现出“体教融合”政策各个阶段的变迁都是三大源流汇聚的结果，伴随着问题源流的不断涌现、政策源流的不断丰富、政治源流中政治环境的变化，“体教融合”政策在历史长河中也必将不断演进、优化和完善。
4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我国体教融合政策变迁动力的优化路径

4.1 密切关注待解决现实问题，持续监督与反馈政策矛盾与危机

待解决现实问题始终是政策出台的核心动力。体教融合政策制定者应增强问题意识，密切关注待解决现实问题，持续监督与反馈政策矛盾与危机。一方面，应制定科学评估标准，加强对现行体教融合政策的评估。以《意见》为核心的体教融合系列政策推出后，政策决策者应对政策成效实施量化评估，以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高效性和正确的目标指向性为评估过程原则，采用PMC指数等评估工具，密切关注政策实施和运行现状、项目执行是否符合条例的解释、政策实施的阻滞因素和意外后果等反馈信息；另一方面，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相关决策部门应培养专业的问题评估人才，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试、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校发展报告等统计数据和调查报告，相关部门和学者通过这些数据指标的变化，来评估政策执行现状以及潜在问题的重要程度。同时，《意见》出台后，可委托科研机构和相关组织等设立科学评估标准，跟进评估体教双方在理念、目标、机制、资源上的融合程度，完善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此外，应理性对待体教融合政策实施中的社会焦点事件和负面效果。危机和焦点事件的存在表明现行政策尚存问题，需要各部门及时关注和纠偏。然而部分政府官员出于对自身政绩的考量，故意掩盖政策实施中暴露出的矛盾和危机，如青少年体测数据、运动员退役安置情况等，这对政策未来的发展和完善极为不利。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果断地采取措施，及时调整完善政策，尽快消除危机事件的影响；最后，政府应该对体教融合中部门之间互利合作的推行、资源调配的重新定位、各利益主体角色定位等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持续保持高度敏感性，这也是下一阶段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来源。

4.2 搭建充分的利益表达平台，形成体教融合政策共同体良性互动机制

体教融合政策涉及体育、教育和健康等诸多领域，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政策相关”的专业知识领域。各领域专家学者和相关利益集团组成的政策共同体承担智库建设的角色，针对体教融合中的理论、方法、困境、政策、路径等多个方面充分交流，会因为专业和扮演角色的不同，在政策主张立场、资源禀赋以及价值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产生具有分歧性和创造性的建议和观点。因此，应搭建充分的利益表达平台，鼓励不同领域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献言建策，以最大限度为体教融合政策优化与机制健全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与路径，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利于均衡各方利益，减少政策实施中的阻力。一方面，后续“体教融合”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完善民主参与决策机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搭建平等的观点交流平台，如邀请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定期召开部级联席会议、体教融合会议等，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建议和方案充分地阐明、沟通和碰撞，最大限度提出可行的方案和路径，为政策提供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运动员、学校校长、家长群体和青少年等作为体教融合政策改革的受众群体，在过去的制度改革中“缺席”和“失语”却成为常态[
]。为此，应鼓励目标群体参与到制度制定和决策中，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加强多方的互动、协商对话，在政策制定中充分反应其心声；最后，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大众是治理的核心主体。可通过提高体育界“两会”代表的广泛性，加强体教融合政策制定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让更多人通过热线、微信、微博和其他网络媒体参与到体教融合政策议程设置的讨论中来，对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加强奖励，避免大众的体教融合制度性参与沦为象征性符号。
4.3 践行国家改革理念和发展战略，优化体教融合问题治理环境

我国政治语境下，政治源流居于制度生成和演进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其对于政策议程设置大环境的营造具有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应提升自身政治觉悟，主动践行国家改革理念和发展战略，优化体教融合问题治理环境。第一，“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核心价值导向则是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因此应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为体教融合政策出发点和根本价值遵循予以深化落实；第二，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而体教融合的实施与之紧密相关，应将其融入到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等国家发展战略进程中去审视和规划，形成战略对接和沟通小组，在相关政策的价值导向、核心内容以及保障方面形成联动推进态势；第三，政策制定者应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在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体教融合方案。此外，应充分发挥政党领导人在体教融合制度资源和组织资源的调动使用方面的优势，推动政策议程顺利设置并有效执行；第四，国民情绪对推动体教融合政策变迁也具有重要影响。网络化背景下，网络逐渐成为大众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和问题建构的关键场域，决策者可以通过抖音等新媒体以及各平台的网络报道等方式敏锐捕捉国民情绪的变动，了解舆情民意。此外，可以借助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主流媒体向公众宣传体教融合政策建议和主张，引导公共舆论方向，为体教融合政策制定和执行创设适宜的群众氛围。
4.4 发挥政策企业家的正向作用，增加体教融合“政策之窗”开启频率

“政策之窗”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交汇的关键点，也是政策建议上升为政策议程的重要机会。每当政治源流占主导地位之时，问题源流突出之刻，政策源流完备之际，“政策之窗”便会开启。政策窗口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其在开启一段时间后就会关闭。因此，应发挥政策企业家的正向作用，抓住关键时间节点，促成“三源流”的耦合从而推动体教融合政策出台。一方面，体教融合“政策之窗”开启往往会因为利益主体的选择偏好、执行部门间的隔阂等问题而遇到阻碍，因此政策企业家需要重视政策的“软化”过程，对各方进行“力场分析”，厘清多方政策需求，完善多部门的合作机制，以此消解阻力、打破壁垒；另一方面，问题源流中社会事件或政治源流中重大事件的出现最容易推动“政策之窗”的开启，其中社会问题的客观属性和紧迫程度又是问题源流开启“政策之窗”的关键。为此，政策企业家应抓住时机，通过媒体等平台扩大体教融合中焦点问题的宣传力度，让政治系统更多的了解民意，以增加“政策之窗”的开启频率；最后，按照惯例和固定周期开闭的体教融合“政策之窗”则可以预测，如每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以及国务院例行会议、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等都可能推动“政策之窗”的开启。因此，政策企业家必须对体教融合相关问题十分关注，预备有把握的政策建议和方案，以便抓住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将备选方案与焦点事件相结合，从而使建议对策上升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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